
大国治理的负荷及其应对机制
*

———以规模问题为中心的理论考察

韩志明

摘 要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大国治理。规模问题及其治理负荷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具体包含人口与
土地两个方面的要素。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围绕规模问题形成了丰富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关政制设计的思
想，特别是探讨了适应不同规模条件的政体的问题。现代国家治理的规模问题主要是基于人口规模的管理和
服务问题，具体的治理负荷包含了数量和质量两个向度，数量的向度与治理任务的多少是联系在一起的，质量

的向度则是与治理任务的复杂性分不开的。规模问题的刚性，要求必须发展和应用适当的治理机制，其中的
核心原理是以单一权威、有限职权和分化整合等为中心的应对机制。更好地理解基于人口的规模问题及其治
理情形，是深入理解和阐释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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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 13 个显著优势，包括坚持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坚持全
国一盘棋等。这些论断概括和阐明了国家治理的
制度优势，也折射出中国之治的特殊性。其中一
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近 14
亿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近 20%，①一些省
的人口就要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都还要多

得多。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国情，中国庞大的人口

规模建构了国家治理的规模问题。在党和政府的
重要报告和文件中，在国家领导人不同场合的讲

话中，在各种重大战略和政策的考量中，“人口数
量”都是经常出现的话语，通常对应于“中国是拥
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句话。这指出了国
家治理的基本事实，也明确了人口规模问题的治

理含义，即国家治理的规模问题集中体现在有限

的社会资源总量与超大规模社会对国家治理资源

大规模需求之间的矛盾。②大国治理是未来国家
治理不能回避的问题。③人口规模的事实及其治
理任务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情境、结构、过程和
方法，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惯习和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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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规模问题的人口数量及其治理负荷

国家是古老的历史现象。不同的国家学说提
出了不同的国家概念，也形成了对于国家现象的

不同解释。许多学者( 如韦伯、迦纳、豪尔等) 认
为，国家是由人口和土地等要素构成的，试图不带

任何价值判断地描述国家的要素，构成了国家要

素说的基本认识。④对国家要素的认识是理解和
认识国家的基本维度，比如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

多德就认为，城邦所需要的主要配备是人民和土

地，既要考虑到数量，也要考虑到品质。⑤国家规
模大小，最基本的参数就是人口和土地的多少。
两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决定国

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揆诸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自公元前 2 世纪

的秦朝时代就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拥有

了辽阔的疆土和众多的人口，通过君主制、中央集
权⑥和官僚制度等基本方式进行管理。⑦在两千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道路的鲜明特点是历史

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⑧虽然社会发展的进程不
断被王朝兴衰更迭的动荡局面所打断，但中国仍

然可以从头开始重建辉煌的盛世局面。历朝历
代，作为国家的基本事实，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疆

域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也

给国家治理带来了现实的困扰和负担，影响了国

家治理的结构、过程和方式等。
人口的多少和领土的大小以及由此衍生的治

理需求，构成了本文所谓的国家治理的规模问题。
简单地说，人口与领土规模与治理需求具有正相

关的关系，规模越大，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越

复杂，治理的需求越多、幅度越大、内容越多，难度
也越大，从而构成了基于规模问题的“治理负荷”
问题。其中，人口与领土要素可能是同步的，即人
口大国也是领土大国，更多的人口也需要更多的

领土来养活; 也可能是有冲突的，比如日本和韩国

等国都是人多地少，人口密度很高，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等国则是地广人稀，人口密度较低。
纵览华夏文明的悠久历史，“自打有中国这

个概念开始，甚至更早，如夏商周，在这片土地上

出现的最重要的政治实体就始终是个大国”，⑨即

在庞大人口数量和广袤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大一

统的国家政权。“中国社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最大型社会，主要表现为其最大数量的人口规模

上。”⑩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与广袤的领土范围，
及其形成的纵横交错和叠加复合的复杂关系，构

成了中国大国治理的现实基础，给中国社会的调

控和转型提出了艰巨的任务。瑏瑡国家治理与“数以
亿万计民众的生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治
理的结构、形态和问题也都蕴含在这些关系之
中。瑏瑢

古代开明的政治家已经认识到人口和土地对

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比如，孔子早就指出: “地有
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孟子则说: “诸侯之宝
三，土地、人民、政事。”瑏瑣特别是国家根据人头征
收人头税，人构成了国家的重要资源，人口多少是

判断国家实力的直接指标。秦朝改革家商鞅就认
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国之所所以
重，王之所以贵者，力也。”瑏瑤荀子则说道:“土地之
与人也……国家之本作也。”瑏瑥在传统农业社会，
人口与土地相结合，才能转变现实的生产力，为国

家提供赋税和徭役。所以历朝历代建立初期，都实
行休养生息政策，奖励人口出生，努力发展生产。
周雪光指出: “国土之大，发展之不平衡，文

化之差异，对一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实在是一个

严峻的挑战。”瑏瑦领土辽阔意味着国家边界的增加
以及安全风险的提高，因而需要更多的监控，以防

范地方的对抗、反叛和不忠诚，比如藩镇割据及其
尾大不掉的问题。“大型社会内部几乎总要产生
剧烈的分化，地域上的差异同样也是文化方面的

差异。”瑏瑧在多元化和异质性较大的情况下，社会
很容易形成更高程度的矛盾冲突，从而不同程度

地形成国家治理的挑战，具体包括平衡地区发展

之间的差距、消除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隔膜、促进
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等。为了保证形式上的统一
性，中央政府通常制定一般性或原则性的规范，而

将处理具体问题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由后者因

地制宜地实施治理。
“规模问题是大国政治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共
同情境。”历史上无论是单一制大国，还是联邦主
义大国，政治设计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规避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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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障碍。瑏瑨俗话说得好，“大有大的难处”，瑏瑩“大
国的治理，注定和小国的治理很不相同。”比如小
国就不大会有什么地方割据或分裂的风险，也很

难说什么有什么中央与地方关系。瑐瑠历史学家钱
穆分析中西方古代的体制，就既注意到了希腊城

邦国家“国土小，人口寡”的特点，也看到了秦汉
以来中国疆土和户口众多的事实，并承认中国的

“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
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瑐瑡实际上也是将规模的因
素纳入到政治的思考中来。
西方思想家也针对规模问题贡献了大量的智

慧。正如达尔等所总结过的: “古典观点认为，无
论是民主制还是贵族制，城邦政体有效运作的前

提条件是在一个小的地域范围内拥有少量的人

口。”瑐瑢在如何才能获得良好的城邦生活上，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很早探讨了人口规模的问

题，比如柏拉图认为最佳的城邦公民的人数应该

是 5040 人，瑐瑣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不宜过大，人
口不宜过多，疆域更应适中。瑐瑤在中国历史上普遍
盛行大一统的思想倾向的时候，西方历史上却具

有明显的对于小规模治理的偏好，认为小城邦才

能实现优良的治理。
规模问题对于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比哲学

家们愿意承认的更为复杂和多变。与规模问题相
对应的问题集中于政体选择及其相互匹配的问

题。直到 18 世纪，欧洲主流的民主思想都认为，
只有在人口不太多、地方比较狭小的地方才能实
现共和国，而在土地广袤和人口众多的地方，君主

制才是合适的政体。比如卢梭就坚定地认为，
“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就适宜于中
等国家，而君王政府则适宜于大国。”瑐瑥直到代议
制政府理论的出场，才使得民主有可能被拓展到

更大的民族国家，适应更大的人口规模，与古典小

规模的信念彻底决裂。到 19 世纪中期，民主只适
合城邦国家的观点完全失去了威力。瑐瑦

任何管理活动都无法绕开规模问题，都要立

足或处理特定的规模。管理学的基本原理表明，
在既定的组织规模条件下，组织管理必须要设计

适当的管理幅度( 横向) 和管理层次( 纵向) ，以解

决沟通距离、管理成本、决策速度、上级直接监督

以及灵活性等等问题。瑐瑧这些原理同样适用于国
家治理。规模问题是国家治理必须要面对的重要
问题，不同的国家规模需要不同的政体来组织和

管理，因而也具有不同的治理能力和绩效表现，良

好的治理必须要使政体与规模匹配起来。这样就
形成了规模问题与治理技术之间复杂的辩证关

系: 一方面是国家规模决定了应该采用什么样的

治理技术，瑐瑨另一方面是不同的治理技术形成了

不同的治理绩效。
当然，西方的思想家们主要从政体角度考察

了规模问题，并且主要是集中在民主制和共和制

等的差别及其有效性上。需要指出的是，规模往
往同时包括了人口和领土等要素。人口与领土是
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变量，思想家有时

候是将两者混在一起来讨论的，比如“共和政府
能比民主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国

土”; 瑐瑩有时候是将两者分开来处理的，比如“民主
政体将限于一个小小的地区，共和政体能扩展到

一个大的地区”。瑑瑠其中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才
能将人口和土地都纳入国家的治理框架中来，应

该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机制来实现对不同规模国家

的有效治理。
但这里的区别在于，从政体的层面上说，人口

的规模问题主要考虑的是个人参与以及意见表达

的可能性，也就是个人与国家或政治的关系的问

题; 而领土的规模对应的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整

合及其关系问题，即国家的统一性的问题。但世
界各国大国治理的历史也证明，大规模的治理也

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理结构，比如中国的历史证明

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也能够很好地进行大国治理，

而美国发展的历史则证明联邦制度也能治理好大

国。那么在政体选择上的宏观问题解决后，需要
进一步思考的是，国家治理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

应对和处理人口规模问题的，其内在逻辑和机制

是什么?

二、人口规模的治理负荷及其基本向度

达尔认为: “一个地域实体的规模包括如下
几个重要维度: 人口数量、地域面积、人口密度及
其他。”瑑瑡人口和土地是国家治理的两种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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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任何国家治理都要直接面对人口和领土的规
模问题，规模问题是最直观和最现实的问题，但也

是最容易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其中，由于现
代国家的领土范围都基本确定下来，也都建立了

适合各自历史和现实的政体以及不同的政府管理

层级，实现了对领土范围内的有效管理，以至于领

土规模问题似乎根本就不是问题，人口规模问题

则构成了日常管理中时刻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大国来说，在辽阔的领土面积上，各地区

的资源禀赋有差别，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

甚至文化和宗教等也大不相同，因而带来了基于

地区差异性的治理规模问题。但严格来说，基于
领土规模的问题的主要是宏观的结构性问题，涉

及到主要是的国家权力结构、行政管理体制和经
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问题，具体如，中央与地方的

关系问题、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城市与
乡村之间的差距问题等，相应的国家治理实践包括

分税制改革、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中部崛起、振兴
东北、西部大开发以及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
基于领土规模的治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

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高大上”的问题，是超越具
体的治理过程及其细节的方向性或原则性问题，

包含了引领和指导具体国家治理实践的理念、方
案和方法。相对而言，人口规模则是国家治理的
日常性问题，贯穿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渗透在

国家治理过程的所有环节。换言之，日常的国家
治理过程也许不必要去考虑遥远的其他地区的情

况，也很少受到其他地区及其不同情况的干扰，但

却必须要随时随地应对和处理庞大的管理和服务

对象的事实。其中不仅仅是单纯的人口数量问
题，而且个人之间的差异化及其矛盾冲突等，都决

定了国家治理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人口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对象。与“死的”物

质资源不同，人是“活的”，具有判断、选择和行动
的能力，也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能够
四处流动，能够发生变化，也能做出调整。人口规
模首先体现为“加总”效应，即人口越多，需求越
多，不仅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也需要更多的管理和

服务; 其次是“分母”效应，即人口越多，“分母”越
大，社会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就越小，比如中国已经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 GDP在世界上还
排在 100 多位; 最后是“乘数”效应，人口越多，要
素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就越大，结果就是社会

要素相互产生乘数效应，形成更加复杂的结果。
人既是劳动力，能创造财富，也是消费者，要

消耗各种资源。“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而
非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

数量所左右。”瑑瑢中国自古就是人口大国，自秦朝
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之后，虽然屡经治

乱兴衰的动荡时代，但历朝历代的和平时期都拥

有较大规模的人口体量。通常人口较多的时候，
也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强盛的时代，比如
清朝的“康乾盛世”时期，但其中往往也酝酿着由
盛转衰的危机，当人口数量超过农业生产力的承

载水平，就很容易形成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带

来社会动乱的隐患。
作为基本的国情要素，人口规模及其治理负

荷规定了国家治理的情境，也很大程度上定义了

国家治理的任务和目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多多少，以占世界 7%的
土地养活占世界 22%的人口，其中，数千万甚至
上亿的贫困人口也构成了这个情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改革开放以来，庞大的人口规模及其治理负
荷所形成的基本问题是: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
个主要矛盾决定了国家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解决十几

亿人的温饱问题，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小康生活。
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需要

日益发生变化，比如由物质生活需要发展到公平

正义的需要，瑑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也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

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
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由此国家治理也
出现了重要的转向，即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

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实现全体人民

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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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治理负荷的“量”的维度
“量”的维度与人口的数量联系在一起。即
随着人数以算术级数增加，社会关系则以几何级

数增加，任何一个人，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是治理

负荷的组成元素，特别是构成了具体政策执行的

目标群体。人数越多，需求越是多样，社会关系越
复杂，交互影响的层面和环节越多，偏好的差异性

越大，矛盾纠纷也就越多。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
成为社会问题的策源地，个人对社会的不满有可

能导致破坏性的危机，因而每一个人都成为国家

要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包括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

要。而且，不同的社会关系及其问题也都不同程
度地构成了需要国家治理的理由。
“量”的维度对应于人口事实的客观描述，具
体的数量单元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家庭，或者更大

的概念群体，如劳动模范、在校大学生或残疾人
等。数量描述了可能的或真实的治理对象，也界
定了可能的治理问题，比如流动人口的数量、贫困
人口的数量或者失独家庭的数量。在现代国家，
任何一个人都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对象，从摇篮到

学校再到坟墓，个人都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中

来，成为国家关注、认证、监控和服务的对象。个
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以及生老病死等，都构成了
国家治理的任务，比如义务教育、社会救助、就业
保障和养老保障等。
“量”的维度包含了多重的测算指标，比如劳
动力人口总数、老龄人口的比例以及新增就业人
口的数量等，通过从不同的维度来测量人口，摸清

人口的基本状况及其趋势，可为国家治理的重大

方针政策提供基本的依据。相应的参数包括总
数、总量、比例、比重、平均数、增长率、下降率等。
任何一个指标和参数都包含了特定的治理含义，

也是通过特定的计算公式来获得的，比如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0%，即该地区
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当然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
计算公式也是不一样的，还是变化的。
“量”的维度对应的治理问题主要体现为绝
对数量带来的管理和服务难题。比如庞大的流动
人口数量带来社会治安的压力，上下班的人流高

峰导致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老龄人口的增加导

致社会养老投入的巨大的负担，学龄儿童人数的

增加需要更大的义务教育投入等。这些问题说到
底是一个“加”或者“减”的问题，基本的格式就是
人多、事多、任务重、压力大。国家治理的形式主
要是合理计算治理负荷，划定适当的治理单元，确

立合理的治理口径，提供不同“面值”的管理和服
务，主要的问题是治理资源的短缺及其造成的治

理失灵等问题。
( 二) 治理负荷的“质”的维度
“质”的维度涉及人口规模中的复杂性、差异
性和离散程度，通常是对应于规模要素中那些无

法量化的方面，特别是关于人的特性的因素，实质

上是很难给予量化的。“质”的维度首先是对应
于社会关系及其问题的性质。人口规模越大，需
要解决的问题越多，问题的复杂性程度越高，除了

通过社会途径能够自行解决的外，越来越多的问

题都需要国家出面来解决。实际上，随着从农业
社会的熟人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陌生人社会的转

变，以及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社会的异

质性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个人之间的社

会关系越来越多地需要公共权力的协调。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问题数量的迅猛增加，而

且在于要素及其关系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人数越
多，人的差异性越大，个人偏好以及诉求的维度越

多，互动关系的数量及其类型就越多样，形成摩

擦、矛盾和冲突的概率也越大，结果就是越来越多
地需要公共权力的裁决和干预。尤其是现代社会
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个人越来越多地专

注于自己的专业，但同时个人与外部的交往和互

动也就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社会关

系网络。在现代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中，个人及
其特殊性正在不断成为公共服务的正当理由，提

出个性化服务的要求，从而给政府施加了精细化

管理的要求。
“质”的维度意味着个人及其社会关系交错
纵横，环环相扣，相互套嵌，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

容易形成“蝴蝶效应”。衡量质性维度的指标往
往与人口的特性和类型有关，比如文化习惯、宗教
信仰、受教育程度、社会流动性和中产阶级等，描
述这些维度的“参数”是与社会中个人与个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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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群体之间的接近性、信任度、疏离感、冲突性
以及包容性等密切相关。相应的治理技术及其难
题则体现在，如何识别和测量不同维度的治理问

题。国家治理就不仅是简单的“加减”计算，而且是
复杂的“乘除”计算，需要更加复杂的治理公式。
最后，人口的规模问题是辩证的，从积极的方

面看，人口规模意味着充裕的劳动力资源，能够为

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人口红利; 消极的方面看，人

口规模则意味着巨大的消耗、负担和麻烦，比如就
业和养老问题等。特别是，以人口为中心的治理
不仅仅是面对单个或孤立的个人，也不仅是要处

理个人加总而形成的总体性问题，还要处理个人

和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瑑瑤在高度流动的现
代社会，随着人口数量的算术级数的增长，治理的

目标和任务及其复杂性会出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三、应对规模问题的治理机制及其逻辑

自秦汉开始，中国很早就建立起大一统的国

家政权，在辽阔的疆域上维持着稳定而有效的统

治。历朝历代，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或有差异，但
大国治理的情景始终如一。与西方思想家对于小
规模城邦的迷恋不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传统自

信而乐观地追求更大的规模，甚至相信只有大一

统的中央集权才能管理好国家，给人民带来安宁、
秩序和幸福。许多思想家也都意识到了人口规模
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比如道家思想的鼻祖老子

就提出了“小国寡民”“治大国，若烹小鲜”瑑瑥等政
治主张，这里就已经是提出了解决大国规模问题的

技术，也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所谓“黄老之术”。
( 一)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

规模问题首先提出和所要解决的，无疑是国

家的统一性和中央政府的有效性问题。中国很早
就建立了一体化的权力体系，以防止规模问题带

来的对于国家政权的挑战。由于中国人口众多，
“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瑑瑦

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始终是中华帝国的主导形

式，辽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以及灿烂的文明延续
至今。瑑瑧在广袤的土地上，社会普遍认为中央集权
是治国平天下唯一可行的宪制，是促进和平交流、
经济发展和政治整合的基本制度。反之，如果中

央集权不能有效运作，“以天子或皇帝为核心的
中央政府弱了，挂不住了，撑不住了，社会秩序的

其他基本关系……就一定会乱。本来大致有序的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就会全面陷入无序。”瑑瑨

对于巨大的规模及其治理负荷而言，大国治

理要能有效和有效率，只能依赖于一元化的权威，

加强权力的集中化和绝对化，历史上的经验也似

乎支持这一点，否则就会被无休止的分歧和冲突

所拖垮，如此一来，“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是大国
治理的体制基础。”瑑瑩虽然统治的现实是多样的、
实在的和特殊的，但国家权威的理念则是单一的、
超越的和普遍的。瑒瑠“崇尚权威的大国试图建立一
套自上而下的制度，以应对来自社会的挑战。当
然，权威必须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维持国家的稳定。
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强调中央权威，权力和

资源等都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官员由中央任
命，地方政府向下逐级代理，服从中央政府的领

导，接受中央政府的指令，重要的决策最后都提交

给中央裁决，以保证中央集权的有效性，也避免地

方特性及其多样化的干扰，更不受到具体的个人

的影响。地方权力不仅从各个方面受制于中央，
而且相互之间还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这
就给予中央政府更大的能力去统筹全局，协调局

部性关系，调剂不同的利益诉求，实现总体的稳定

和协调，比如对口支援可以减轻超大规模国家的

治理负荷，而成为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

实现机制，瑒瑡否则如果差异性演变为相互冲突甚

至不服从，就会挑战甚至颠覆中央权威，造成混乱

无序的结果。
( 二) 精简有限的政府机构

从隋朝到清末，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虽然经

济和社会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 13 个世纪
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民政由著名的吏、户、礼、
兵、刑、工六部分掌”。瑒瑢虽然这是“发展得最彻底、
最巧妙的官僚体制”，瑒瑣但这个官僚体系也是精简
的和有限的。“中华帝国有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

多的人口。”瑒瑤在人口增长和治理任务扩张的条件
下，中央政府始终尽可能维系着“集权的简约治
理”。瑒瑥这也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国家机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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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兴趣描述整个社会现实。
他们的抽象和简单化都被锁定在很少的几个目标

上，到 19 世纪，最突出的目标一般还是征税、政治
控制和征兵。他们只需要能满足这些任务的技术
和理解就够了。”瑒瑦

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找到有

助于减轻国家治理负荷的制度安排。瑒瑧国家机构
的简单性及其稳定性反映了国家治理的简约性，

即国家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家职能，收缩政府的职

权边界，缩减国家干预的范围，具有所谓“以不变
应万变”的特性。同时这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短缺
的重要体现。但现代社会的政府职能日益扩张，
治理的单元日益细化到个人及其需求，个人权利

和国家福利的兴起使得个人成为国家直接服务的

对象，治理的内容和形式也都更加丰富，因而也就

要求更加精细化的治理。相应地，政府大力推行
各种机构和制度改革，不断改进和优化管理和服

务及其流程，包括以大数据的手段提高服务效率，

满足社会巨大的治理需求，可谓是“以万变应不
变”。
一些研究者将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结构称为

是“王权不下县”，但这也被认为是“纯属无稽之
谈”。瑒瑨古代国家正式的权力层级止于县是不容否
认的。而通过编户齐民，对个人征收赋税和徭役，
甚至动员民众参与战争，国家权力已经延展到个

人，县官之下有大量的辅助人员参与国家政策的

执行。面对规模问题带来的治理负荷，国家通过
将更多的权力交给非正式的地方权力网络，利用

社会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有利于减轻国家治理

的负担。但现代国家却不可能回避对于公民个人
的义务，更需要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服务，因此就

不得不向社会延伸触角，将基层也纳入到国家治

理的体系中来，从而带来了更加繁重的治理负荷。
( 三) 集约化的国家治理技术

面对规模问题及其治理情境，国家治理的机

制和方法集中体现为集约化的技术，也就是通过

类型化的方式来简化整体，而且是不断地瞄准、细
分和拆解人群，形成既相互区分而又相互交叉的

目标群体，以实现可能的、可行的和可操作的治理
单元。常用的做法就是采用批发或打包的方式予

以处理，而不是去逐个考虑每个个体的情况，比如

古代政府以“户”为单位，“主要目就是便于直接
从家户手中汲取资源。”瑒瑩农业社会的家户制度是
“农业生产的最佳组织单位”，也是国家治理的最
佳单位规模。家户的大小既无法具备抗拒政府及
其资源汲取的能力，又缩减了国家整合对象的数

量，即整合的是多人的户，而不是单个的个人。
在管理技术上，秦朝推行统一文字、货币和度

量衡等工作，逐步消解了六国人民对于原有政权

的忠诚，奠定了单一化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技术基

础，减少了社会的交易成本，也深刻塑造了大一统

的观念，其中也包括根深蒂固的集体高于个人的

观念。这些价值观为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势
力、维护国家统一以及保持社会的凝聚力等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对于维系中国统一的国家形态

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也维持了中国社会传统的

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些一体化和标准化的国家治
理技术简化了社会事实，减少了社会活动的不确

定性，拓展了国家测算和干预社会的能力，最终提

高了国家处理规模问题的效率。
通常，面临多元化的规模挑战，国家治理的重

要选择就是，让做出决策的人尽可能少一点，尤其

是让拥有权力和地位的精英来做出决策，压缩参

与者的人数以及由此带来的偏好和意见流量。虽
然这与现代的平等价值是格格不入的，但这无疑

是解决规模问题所带来的治理负荷的重要方法。
由此，国家治理被看成是权力精英们掌控的事情，

个人更多被看作是负担和麻烦，参与也被看成是

制约性甚至破坏性的力量。相反，在“为民做主”
的政治逻辑下，个人往往就被取消掉了，被纳入到

“总量”或“总体”中去，不管其名称是人民、群众
或是老百姓。实际上，由于国家缺乏恰当的治理
技术来归总和汇集民意，以至于零碎、分散和个体
的民意还难以成为公共决策的信息基础。
另外，“国家治理资源的贫弱直接决定了国

家的治理方式与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的效果取
决于社会资源总量所能允许的程度。中国国家治
理的历史始终面对的瓶颈是，“有限的社会资源
总量与超大规模社会对国家治理资源的大规模需

求的矛盾将长期存在。”由于治理资源的匮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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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可能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实现社会的需要，瑓瑠

也没有充分的能力去解决社会的问题，因此不得

不给予地方或社会相对的自主性。这些地方或社
会的自主性和非正式性是不可扼杀的，但由此也

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制造了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感，增加了正式制度与非

正式制度的冲突。
规模问题直接支配着政策实践，最重要的体

现就是国家不断地切割、肢解、筛选和定义社会人
群，有选择和分类别地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方案，给

予不同社会群体以不同的资格、权利、福利或待遇
等，在动态的平衡中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
就此而言，“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和“让广大人民
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都包含了对规模问题
的斟酌取舍，即选择部分人还是所有人。同样，由
于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国家主导的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只能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大体
的均等，而不是平均主义，范围要适中，标准要适

度。实际上，所有人都享有完全一致的公共服务
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最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适应内部多样性和

差异性的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指令通常比较

原则和笼统，具体怎么做则由地方或基层政府结

合实际情况去制定实施细则，这就不可避免地形

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以及相应的难
题。产生诸如“一刀切”或“运动式治理”等具有
特色的治理景观，固然其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

病，但其共同点都是解决国家治理规模问题的方

法，“是国家党政机构采用搞运动的方式来实现
集权的集约化治理”，瑓瑡方便于一揽子或集中化地
解决问题，也有利于集约和节约治理资源，避免了

在个别问题上的纠缠不休，无效消耗。

四、小结和进一步思考

任何国家治理都不可能脱离人口规模问题，

规模问题是背景，也是条件，还是变量。人口的规
模及其形成的治理负荷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问

题，无论是政制设计、政策规划还是日常管理，国
家治理无时无刻不受到人口规模的影响，也随时

随地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规模问题，其中就包

含了运用各种形态的化约技术，以提高国家治理

的可行性、可能性、效率性和有效性。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百代皆行秦政法”，

自秦朝至清朝，基本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

度，通过郡县制来管理广大的人口和领土，似乎从

来没有担心过规模可能带来的问题。西方政治思
想家们长期所焦虑的那些问题，怎样才能保证良

好秩序、如何避免内外部的威胁、民众如何参与和
监督政府、人们怎样相互了解、如何塑造公民和城
邦的美德等，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

问题，至少没有成为国家管理者担心的显著问题。
如果大一统、君主制和中央集权曾经是规模

问题在实践上的古老答案，那么治官权与治民权

分设的上下分治的“管治结构”瑓瑢以及“集权的简
约治理”等都可以说是规模问题理论上的解释。瑓瑣

在传统国家控制能力低下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

情况下，连坐和保甲制度所具有的连带责任有效

地利用分散化的信息，对维护国家大一统及社会

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瑓瑤中国自古就有简约治理的
传统，比如法律上的“约法省刑”的传统，也为现
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智慧。
必须承认，现代社会是复杂社会，需要更加灵

活多样的混合治理形态。瑓瑥现代国家的治理无可
避免是复杂的，但国家治理的理念、制度和举措应
该是简洁明了的。“复杂的现代国家需要简约的
治理机制。”瑓瑦比如农村事务的特性要求基层治理
要有相当的灵活性，不应该盲目追求高成本的规

范和科层化的体制，而是低成本的简约制度。瑓瑧正
如当前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所经常强调的，“大
道至简”，要“以简约治理促进社会繁荣富裕”，大
张旗鼓的“放管服”改革内在地就包含了集约、放
权和简化等简约含义。
大多数时候，人口规模是隐而不彰的治理参

数，渗透在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不断地提出简单

化、清晰化、可计算以及可视化等要求。但国家视
野中的个人不是被动的和静态的人，而是能动的

和自主的个人，很难加以简单的测量、描述、汇总
和计算等。国家运用各种各样的简化机制，分类、
简化、转移甚至压制和忽略治理负荷，以解决规模
问题形成的压力、紧张和冲突。这些都是大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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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本现实，由此决定了大国是如何得到治理

的，也影响了大国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如何更好
地理解和应对规模问题，还需要深入的理论和实

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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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ance Burden of Major Countries
and Their Coping Mechanisms: 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Issue of Scale

Han Zhiming

Abstract: China has been a major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scale issue and its govern-
ance burden are the basic problems of China’s state governance，which specifically include the two
elements: population and land． Thinkers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home and abroad，have
formed rich thinking on the issue of scale，and put forward many ideas about the design of the politi-
cal system，especially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hat could adapted to the condi-
tions of different scales． The scale issue of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is mainly the issue about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based on population size． The specific governance burden includes two de-
grees: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degree of quantity is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governance tasks，
while the degree of quali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mplexity of governance tasks． The rigidity
of scale issue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ppropriate governance mechanism，the
core principle of which is a single authority，limited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as well as differen-
tiation and integration as the center of the response mechanism．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opula-
tion-based scale issue and its governance condition is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laining of Chi-
na’s state governance logic．

Key words: scale issue; population; burden of governance; governance mechanism; govern-
ance of majo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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